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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兼顾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充实边防力

量，清剿边疆匪徒，解决边界遗留问题，创造性地解决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特殊的边

疆人口政策，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与和谐，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边疆治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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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边疆实情出

发，兼顾国际国内环境，制定出特定历史时期的边

疆治理战略，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边疆治理措施，

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边疆治理道路。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实践

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中

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边疆治理实践，主要包括下述方面内容。

（一）充实边防力量，捍卫国家利益。边防是国家

安全的屏障，国防斗争的重要领域，边防武装力量

建设直接关系到国防力量。为了我国领土主权不受

外来侵犯，毛泽东首先要求建设一支与我国国情相

适应的边防部队，强调：“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

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

设强大的海军。”[1]为了适应边疆现代化建设和边防

斗争的特殊需要，从1949年11月起，中央就开始扩充

边防武装力量，组建具有特殊使命的机构——公安

部边防局，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抽调部分作战部

队担负边防、海防防务。1951年，中央又对原边防力

量进行整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公安部队，

并从内卫部队抽调部分兵力充实边防武装。事实证

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边防武装部队组建和充实为

日后应对边界冲突，积极进行边境自卫反击战壮大

了力量，也为党平息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和恐

怖暴力事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清剿边疆匪徒，维护边疆社会和谐。新中

国成立初期，边疆地区匪特数量多，活动频繁，是

导致边疆不和谐的重要方面。在西南边疆地区和华

南边疆地区国民党近百万大军仍负隅顽抗，残杀革

命干部，袭击并攻占政府驻地。蒋介石集团甚至把

云南作为“国家存亡、革命成败之最后关键”[2]。西

北的新疆、甘肃，华北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华东的浙

江、福建沿海，华南的海南沿海等地匪特集中，扰乱

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国家政权。对此，党中央决定

予以严厉镇压和清剿。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上也表明了中央这一立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

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

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

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

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3]1949年12月27日，人民解

放军占领成都，歼灭西昌国民党残敌3万余人。西南

战役结束后，小股国民党武装力量化整为零，进入

山区，与当地的土匪相勾结，祸害老百姓。中央指示

西南军区推迟进入西藏，集中13个军、37个师及2个

团的兵力，从1950年1月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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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剿匪战斗，到1950年9月底，人民解放军歼灭顽

匪8000余人。同年底，以陈赓任主任的云南省剿匪

委员会共歼灭其境内匪徒达6万多人，收复10多个县

城，云南省内的土匪被基本消灭。在长达4年多的剿

匪斗争中，仅大西南军民就歼灭匪特116万人，缴获

大量的枪支弹药、电台和其他物资[4]。

（三）解决边界遗留问题，巩固睦邻关系。新中国

成立后，解决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是党边疆治理

的重要措施。1953年，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对外关

系中，有切身利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

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同周边国家都有边界纠葛，

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5]至20世纪50年

代中期，我国先后与苏联、朝鲜、蒙古、越南、印度、

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泊尔等大多数邻国建

立了外交关系，这有效地稳定了我国的边疆形势。

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边界冲突

增加了我国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问题的紧迫性。

1955年底，中缅双方边防部队在中缅南段未定边界

黄果园附近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借势炒作，极力渲

染中国对外扩张。但中缅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原

则，经过长期和耐心的外交谈判，于1960年签订边

界条约。谈判期间的1956年12月16-17日，在中缅边

境芒市举行“中缅边民大联欢”，周恩来总理和吴

巴瑞总理及缅甸代表团一行400多人参加边民联欢

大会，另有15000名多边境群众参加联欢会。这次大

会增进了中缅两国政府的互信和理解，极大地巩固

和促进了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为中国

发展与其他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出了表率。

随后，1960年3月21日，中国与尼泊尔签订边界条约。

1962年10月12日，《中朝边界条约》签订。1962年12

月26日，《中蒙边界条约》签订。1963年3月2日，中国

与巴基斯坦签订边界条约。1963年11月22日，中国与

阿富汗签订边界条约。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相继签订

基本解决了边界遗留问题，为党治理边疆提供了良

好的外部环境。

（四）解决边疆民族问题，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

作。一是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了解。由

于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隔阂，特别

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较大隔阂。为了消

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党中央派出民族访问

团、慰问团、医疗队、民族调查组等深入各民族生

活区了解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调查少数民

族社会历史及语言状况，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

也组织少数民族到北京和内地访问、参观和学习，

以此增强民族了解和信任。二是确立“平等”、“团

结”、“共同进步”的民族关系原则。新中国成立

后，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

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各民族都有使用

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等内容写进了“五四

宪法”。毛泽东明确指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

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

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6]平等、团结、共

同进步的民族关系原则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

族问题的处理铺平了道路。三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重构国家政治体系。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将民族区域自治

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确立下来。1952年8

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我

国民族区域自治迈向法律化、制度化的第一步。20

世纪50年代，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

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相继成立，到1958年，我国已有

83个民族自治地方。

（五）培养边疆（民族）干部，夯实边疆治理的

组织基础。边疆地区的干部是党在边疆地区执政

的组织基础。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北

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

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

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在目前时期

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

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

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

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

练学校”[7]。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讨论时再次强调：“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

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

是两项中心工作。”[8]为此，国家成立了专门培养少

数民族干部的院校，如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

西南民族学院正式成立，1957年6月开始筹建西藏

公学等。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少数民族干

部只有4.8万人，到1966年就增加到80万人[9]。

（六）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创新军队使命。新中国

成立伊始，为了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安置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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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党中央决定组织军队参加农业生产。1949年12

月中央发布《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

作的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

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

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

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10]。

在西北，党中央首先在新疆设立生产建设兵

团。1950年1月21日，新疆军区发布开展大生产运动

的命令。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军委《关于部队

集体转业的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转

为建设师，其中15个师参加农业生产建设[11]。1954

年10月，中央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大部共计17.5万名

官兵就地集体转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中央

赋予的屯垦戍边使命[1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组建

以后，一直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一整套组织机构和

制度，并实行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始终贯彻农

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建设方针，真正做到了寓

兵于农、劳武结合、平战结合，形成了集党、军、政、

企四位一体的体制，对新疆的开发、稳定、发展起到

了巨大促进作用。在东北，从1947年始，大批军人进

入荒凉但富饶的北大荒，建立宁安、荣军、通北等第

一批省营机械农场。此后，为了改造、教育国民党部

队中的起义、被俘、投诚人员，还在宝泉岭、红星、香

兰、铁力、孟家岗、笔架山和德都县的二龙山、红星

建起了一批“解放团”农场。1954年，王震将军动员

铁道兵为北大荒的大开发“打头阵”，建起了第一个

军垦农场——八五〇农场。1956年后，预一师、预七

师在萝北地区建立一批农场，铁道兵部队又相继建

立一批“八字头”的农场：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

八五八、八五九农场。1965年秋天，中共中央东北局

鉴于中苏边界日趋紧张的局势，向中央建议组建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3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成立。在华南，1952年3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

定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万多官兵组建林业工程第

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赴海南、湛江、合浦等

地，开荒建设橡胶农场，组建湛江农垦局和海南农

垦局。当年开荒108万公顷，种植橡胶60万公顷，建

立国营农场221个[13]。截至1956年底，黑龙江、新疆、

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先后建立一大批农场和相应

的农垦管理机构，边疆农垦初具规模。生产建设兵

团大大加快了边疆地区的开发进程，同时也调动了

整建制的军队进入荒原，屯垦造田，建设农场，进行

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建设，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

改变了以往重守卫而忽视边疆经济建设的局面。

（七）实行特殊的人口迁移政策，支援边疆建

设。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地广人稀，农业落后，工

业基础薄弱，人才缺乏。为了迅速改变边疆地区这

种局面，党中央决定向边疆移民，号召知识青年到边

疆建功立业。这是当时一项特殊人口迁移政策。

在西北，从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到1954年，人

民解放军进疆部队加上接收的国民党起义部队，

先后有17万人民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为生产建设

部队，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55

年，兵团又招收了河北、河南、四川、江苏、上海等

省市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3857人。1956年，接

收了河南支边青壮年45436人，招收四川、广东、江

苏省知识青年4894人。资料显示，1957年到1961年，

净迁入人口高达112.4万人，仅1959年净迁人口就达

51.1万人，以有组织的支边青壮年和大量自动支边的

灾民、难民为主[14]。在东北，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建立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即“618批示”）。原东

北农垦总局和黑龙江省农垦厅所属的农场及农建

一师、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辖5个师计58个团，约1300个

连。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兵团就接纳来自北京、

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温州、齐齐哈尔、鹤岗、

双鸭山、鸡西等地知识青年共50万余人[15]。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边疆的主

要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治理边疆的实

践中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和特征。

（一）把政权巩固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构建边

疆政治秩序。政权建设是边疆治理的基础和前提，

制度建设是维护和谐边疆的途径和保障，二者相

辅相成。社会主义政权在边疆的确立和巩固为党治

理边疆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1950年3月，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

的指示：“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

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各级人

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

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

的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39个军、14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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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150余万人的兵力，对国民党残余、匪、特及其他

反动武装展开了长达3年的清剿斗争，歼灭匪特武装

240余万人[16]。

制度是维护和谐边疆的途径和保障。新中国成

立初期，部分边疆地区还处于封建地主制、封建农

奴制、奴隶制，甚至仍保留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处

于统治地位的地主、封建领主和奴隶主剥削着人数

占绝对多数的农民、农奴、奴隶。因此，边疆地区最

紧迫的工作就是废除旧剥削制度，进行土地改革，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是边

疆制度建设另一重要内容。早在1949年9月，《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规定：“各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

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

治机关。”[17]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新中国解

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在“五四宪法”中被确定

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

中央民族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评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

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

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

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

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18]。

（二）把边疆谈判与军事自卫结合起来，解决边

界争端问题。领土安全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因此，

党解决边界争端过程中既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也坚

持必要的军事自卫。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首先是

要争取周边邻国对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保持

边界的基本现状。从1949年到1955年，苏联、朝鲜、

蒙古、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

与新中国建交，基本接受各自的边界实际控制线范

围，这有效地稳定了我国的边疆形势。从20世纪50

年代中期起，我国依据条约、国际法，与邻国谈判

协商解决边界争议问题。经过艰辛的谈判，1960年

与缅甸签订边界条约，1961年与尼泊尔签订边界条

约，1962年10月12日与朝鲜签订边界条约，1962年12

月26日与蒙古共和国签订边界条约，1963年与巴基

斯坦、阿富汗王国签订边界条约。至此，以条约的形

式与周边大多数国家解决了边界争端问题。20世纪

50年代后期，边界局势骤然紧张。面对少数国家的

边界挑衅，为维护边界安全和国家利益，党决定军

事介入，我边防军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了中印边

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有效地捍卫了

祖国的边防和海防安全。

（三）把自力更生与全国支援结合起来，提升边

疆内生力。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

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

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

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

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

经济学中去寻找。”[19]这表明：经济运动是最强有

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中国共产党深刻

意识到边疆治理归根结底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

了改变边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人们生活困难，长

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状况，党中央要求边疆地区自力

更生，同时号召全国各地支援边疆。首先，党中央要

求军队艰苦奋斗为边疆建立工农业基础。1949年10

月，王震率部入疆，开创了“全力精打细算，自力更

生，生产自给”的光荣传统。1950年1月21日，新疆军

区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

开始大生产运动。其次，中央对边疆予以多方支持。

一是优先安排边疆建设项目。1952年中央颁布《关

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五年建设计划的若干原则性意

见》，优先规划在边疆地区修建铁路、公路，建立邮

政、电报、电话、通信系统。兰新铁路、包兰铁路、康

藏公路、青藏公路、滇藏公路、成昆铁路就是围绕边

疆优先开展的项目。二是给边疆特殊经济政策。如

实行半自治意义的财政政策，设立边疆地区补助费

等，对边疆牧区实行轻于农业区和城市区的税收政

策。三是边贸政策。从1951年起，政务院就陆续批

准我国边境地区与朝鲜、苏联、蒙古、巴基斯坦、缅

甸、老挝、越南等国开展边境贸易，互通有无，调剂

余缺，方便生活。最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对边疆

的援助。1958-1961年，内地青壮年到边疆及边疆农

场工作的知识青年148.5万人，随迁家属43.8万人，

20世纪60-70年代支援边疆的达60万人[20]。

（四）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创新边疆治理模

式。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边疆治理模式发生了显著

变化。一是管理主体变化。历史上，通常是中央王朝

在边疆驻扎军队，对边疆地区实行直接而严格的控

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边疆实行行政管辖，

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自治政府。在边疆除必

要的边防部队外，边疆事务由各级地方政府管理。

二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历史上对边疆政权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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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和“收”，虽然封建王朝灵活采用羁縻、怀

柔、和亲策略，但无论哪种策略其本质都是要强化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往往借助军事高压强化边疆政

权对中央王朝的归附。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处理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强调，既要统一，又要分权；既维

护中央权威，又适度放权自治。周恩来指出：“中国

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必须在

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才能逐渐走向完全的统一。政

权组织的划分，要既有利于国家统一，又有利于因

地制宜。不能只强调一面。要在统一政策领导下因

地制宜，在因地制宜的发展中求统一。这样的因地

制宜不但不妨碍统一，倒正是为进一步的统一创造

条件。要在统一的政策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1]

三是管理目的变化。历史上封建王朝以保疆固边为

重，因管而管，忽视甚至限制边疆开发。边疆问题多

种多样，影响因素复杂，但归根结底是边疆地区的

生产力落后。因此，党吸取历史教训，不仅要守卫边

疆，还把提高边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当地人民的

生活水平作为根本目标对边疆进行大力开发。

（五）把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结合起来，拓宽边

疆治理视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国内而言，边疆地

区匪特活动猖獗，新生政权需要进一步巩固。但与

此同时，边疆地区经济萧条，商品紧缺，人民普遍生

活困苦；封建地主制、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并存，甚

至部分边疆地区仍保留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民

族成分复杂，宗教派别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

融，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交融。而当时我国所处国

际环境极其严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府拒绝承

认新中国，甚至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

放台湾。英国在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和支持恢复新中

国政府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问题上态度暖昧。越战

规模升级，直接威胁到中国边疆安全。从20世纪50

年代中后期开始，边界争端异常，苏联陈兵百万于边

界，并向蒙古大量驻军，甚至发生了多起边界战役。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是孤立静

止地看待和处理边疆问题，而是保持宽广的国际视

野，兼顾国际国内复杂的环境，以国家和民族利益

为核心，确定边疆治理的基本政治方向，实事求是

地制定了有效的边疆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民族政

策，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边防安全问题、边疆匪特问

题、边界争端问题、边疆民主改革问题和边疆民族

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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